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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和传播妇女“劳动”：1920—1937年城市的“五一”节和“三八”节纪念仪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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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燕，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摘要】纪念日是发生在公共空间中的制度时间，“五一”节和“三八”节上，大规模的、反复的公共展示所塑造的

“劳动”深深地嵌入民众的集体记忆中，塑造人们的观念。本文探索1920-1937年发生在城市的“五一”节和“三八”节纪

念仪式如何塑造并传播了现代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妇女”和妇女“劳动”的图式，认为仪式打造妇女“劳动”的具体

方式有二：一是纳入，通过积极纳入女工、农妇等群体，共产党和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主导的这两个纪念日向大众塑造了

什么是妇女的“劳动”,并在充满情感的仪式里促使参与者认同“劳动妇女”的主体身份；二是排除，不同党派基于不同的

指导思想和价值理念，在“五一”节和“三八”节纪念活动中，通过对“劳动妇女”与“职业妇女”“家庭妇女”的不同解

读，表达了对妇女“劳动”与“家事”等非“劳动”形式的不同主张，在城市的节日仪式中形塑并传递了以女工的公共劳动

为首的现代“劳动”图式。

一、节日仪式中的工人运动起源

追溯节日的纪念起源，就是构筑节日的核心价值。在20世纪20年代“劳动”概念落地的过程中，“五一”劳动节和“三

八”妇女节的起源分别被追溯至1886年美国芝加哥的工人罢工运动和1909年芝加哥的女工罢工。纪念日的起源与国际工人运

动之挂钩，最显著的结果就是将纪念主体——工人——置于“劳动者”的首位，女工作为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被列为妇

女“劳动者”的核心。而劳动节原本与工人运动并无关联，它是欧洲的一个常规节日，被称为“May　Day”（五月天）。节

日当天，人们在宗教性场所集结并吟唱宗教歌曲。与此类似，妇女节的起源虽然长期与女工运动联系在一起，但也有学者指

出，这一妇女运动的起源未必全部与女工争取权益有关，更可能的情况是，它源自19世纪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妇女运动。

然而，20世纪20年代伊始，劳动节和妇女节通过追溯各自的工运起源，有力地传播了女工是“劳动妇女”先锋，女工的工作

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女性“劳动”的理念。

事实上，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工人数量只占“劳动者”的少数。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其工人数量虽

然不断快速增长，但始终未能占据多数。同样，女工数量只占以劳力换取收入的妇女的极少数。其他城市的现代化工厂规模

远不如上海，因此工人更不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语境里，女工被理想化地论述为中国妇女“劳

动者”中最重要、最核心的群体。

较早诞生的“五一”劳动节首先在节日仪式上追溯了工运起源，把工人阶级及其劳动作为节日的核心纪念对象。早在

1913年社会党于新舞台举行的“五一”节集会上，中国工人就是运动的目标对象。可见，即使中国社会党并不是一个纯粹的

马克思主义式的政党，并不支持取消阶级、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但在其组织的“五一”劳动节中，由于社会主义的影响兼

国际工人运动的串联，“劳动”与工人运动挂钩，并成为节日仪式中的亮点。

“五四”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中国城市里的“五一”节基本等同于工人运动纪

念。每一次的纪念，无论是报纸宣传，还是大规模的纪念仪式，叙述工人运动起源都成为劳动节的首要关键环节。紧随着

“五一”节落地于城市的“三八”妇女节，首次公开纪念发生在国民党“联俄联共”的历史大背景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

加入国民党后，在注意统一战线的同时，宣传和组织上大力发展了劳动运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24年的“三八”节带有

明显的苏联和中共的阶级论，它虽然也提倡解决妇女的其他问题，但最核心的聚焦点是以女工为首的妇女“劳动者”。因此

它继“五一”节之后，把节日起源设立为1909年３月８日美国芝加哥的女工罢工。趁着国民党改组，鲍罗廷夫人第一次向国

共两党介绍了“三八”节的由来。鲍罗廷夫人直截了当地将“三八”节称为“劳动妇女节”，指出“三八”节对国民党的重

要性。何香凝作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兼广东省妇女部长，更是全身心投入节日的纪念仪式中，把1924年广州的“三八”节

办成了第一次盛大的妇女劳动纪念日。这一次破天荒的妇女节之后，该起源说几乎成为每一次妇女节仪式的必备环节。国共

分裂之前，无论是国民党中央和各地妇女部、中共的妇女运动委员会，还是城市里的社会各界妇女组织，都集合在这一起源

说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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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劳动”等级中所占有的核心地位在这两个纪念日的仪式中被普及得如此之广，以至于到20世纪30年代，它已经

脱离强烈的党派意识形态，成为一个常识，进入了小学教材，成为城市居民甚至学龄儿童的常识。

二、节日仪式中的“劳动者”等级

仪式是一种“操演语言”，通过操演，仪式进行了形式上的言说。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五一”劳动节和“三八”妇女

节仪式通过旗帜、装饰、发传单、唱歌、演戏、演讲和游行等操演，言说着“劳动者”的等级。操演的象征核心仍然是工

人、女工，其他不同行业的妇女，农妇、女仆等也偶尔出现于操演中。操演的多寡，预示着“劳动者”群体等级的高低，也

预示着他们在国家与社会变革中的不同作用。由于这两大节日纪念仪式发生在城市或者城镇的中心繁华地带，因此极大地便

利了言说的扩散，引发了轰动性的效应。

五颜六色、夺人眼球的旗帜或者装饰是仪式中最鲜明的标记，它们以工人为中心，以农民为辅助。旗帜或装饰把“劳动

者”中的这两个最高等级的排序言简意赅地传达给观看仪式和通过报纸媒介了解仪式的民众。除了旗帜和装饰，传单也为工

人是“劳动者”核心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纪念仪式上散发的传单方便观看者携带、转发，使得不能到场观看集会或者游行的

人也能知晓仪式的内容和诉求。

口号、传单同样传递着女工是“劳动妇女”主体的理念。虽然当时中国的妇女运动既有自由主义的路径，也有社会主义

的路径，参与者包括妇女知识分子、基督教妇女团体等，妇女节要处理的“妇女问题”也超越“劳动妇女”面临的问题，延

伸至“一夫多妻”“妇女参政”等，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妇女节仪式把操演纪念的对象逐渐收缩至以女工为核

心的“劳动妇女”。女工在妇女节仪式中成为妇女“劳动者”的核心之后，其他“劳动妇女”也逐渐进入仪式的视野。这些

“劳动妇女”包括农妇、女仆等。仪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们各自占据的“劳动”层级。吊诡的是，相比于总人数较少的女

工，这些实际人数庞大的谋苦力的中国妇女却不成比例地只占“五一”节和“三八”节游行的极少部分，数量越少意味着她

们在“劳动者”行列中的等级越低，也越容易遭到反对者的耻笑。

三、仪式中的情感与女工“劳动者”之生成

唱歌、演戏、演讲也是“五一”节仪式中的核心部分，其极具张力的情感表达，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使得参与者和观看

者达到情感共鸣。事实上，延安的经验早有先例。在20世纪20年代，仪式中的视觉、声音等巨大的冲击已经促使女工主体意

识在情感中生成。劳动节首先鼓舞了工人的“劳动者”认同，妇女节则加入了性别因素，促进了女工的“劳动者”认同。正

是情感共鸣促进了女工对自身的身份认同，缺失的农妇、女仆情感则反向强化了女工是“劳动者”核心的意识。

劳动节的热情气氛最先点燃参与者和普通民众对工人“劳动者”的情感。“五一”节纪念仪式不仅在观看的人群中引起

了情感的共鸣，还带动了观者的身份认同。他们从鲜艳的旗帜、朗朗上口的口号和富有感染力的演讲中，体会到自己也是工

人群体中的一员，确立起劳动者的身份。工人们从意识到自己仅仅是普通做工赚钱者的身份，上升到自己是现代“工人”群

体中的一员，并且认识到这个群体的力量之大，足以对付那些平时他们不敢对抗的人群。20世纪20年代“三八”节纪念的情

感高潮发生在1927年的武汉，这次纪念在一种微妙的政治环境中举行，也是国共分裂前最后的绝唱。以女工为主的“劳动”

和“劳动妇女”最后一次成为1949年前城市妇女节的核心主题。虽然这次纪念中仍然有大量的女学生，但与以往情况不同的

是，工人数量也很庞大。连外国媒体都注意到了这一不同寻常的情况。仪式所产生的热烈气氛对所有在场的参与者都是强烈

的情感冲击，使其产生了情绪的共鸣和身份的认同，同时也迅速有效地散布了谁是“劳动者”的理念。

四、节日仪式中“劳动妇女”边界的形成

在1920—1937年的城市节日仪式中，以女工为首、农妇为辅的“劳动妇女”并不囊括所有的妇女，她们的“劳动”也并

非包罗万象。“劳动妇女”及其“劳动”具有边界。这些边界一方面是由其纳入方式划定的，也就是说，通过在仪式中重点

突出或者次第呈现女工、农妇、女仆等“劳动妇女”，并经过情感的沉浸与鼓舞使参与者获得身份的认同，“劳动妇女”和

妇女“劳动”的内核得以确立。信仰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以及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少数国民党成员倾向于在仪式中采用

纳入的方式。另一方面，边界也是通过排除的方式反向设定的。沉默、另立概念或者明确排斥都属于排除。采取排除方法的

群体众多，共产党及其支持者、“五一”和“三八”节仪式的旁观者和反对者都曾采用过排除的方法定义他们眼中的“劳

动”，但他们背后的立场、目的不尽相同，对理论发展之影响也大相径庭。

第一，大革命失败前，由共产党及其支持者主导的城市劳动节和妇女节仪式还没有意识到如何把家庭妇女纳入“劳动妇

女”。他们仍旧较为倾向于把无酬的“家事”置于“劳动”之外。这种倾向继承了晚清知识分子从西方政治经济学发展出来

的现代“劳动”内涵。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偶尔还会在报刊上质疑“家事”是否属于“劳动”，此时的两大纪念仪式极少有

意识地呈现“家庭妇女”和无酬的“家事”，她们在当时的“三八”节仪式中很少见到踪影。

第二，“三八”节仪式旁观者和反对者的嘲笑和抵制也确立起“劳动”的边界。他们并不认为体面的“家庭妇女”会参

加节日游行，这些在街上类似从事“家事”的妇女应为“阿妈乳母”。对反对者而言，“阿妈乳母”们没有政治觉悟，也没

有什么先进性，她们从事的低级雇佣“家事”是否属于“劳动”值得怀疑，真正体面的城市家庭妇女主持的“家事”则是与

“劳动”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总之，在他们看来，无论是“阿妈乳母”干的“家事”，还是体面的家庭妇女从事的“家

事”，都与“劳动”没什么瓜葛。没有恰当的理论支撑，这些旁观反对者除了将“家事”排斥出“劳动”，无法对妇女“家

事”或“劳动”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任何发展。

第三，大革命失败以后至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极力撇清与之前由中共主导的妇女“劳动”运动的关系，其控制下

的“三八”妇女节通过另立概念的方式将“劳动妇女”与“家庭妇女”区分开来，同时把“家政（家事）”与“劳动”切

割，从而反向塑造了“劳动妇女”和妇女“劳动”的边界。

第四，白领职业女性及其从事的城市白领职业在大革命失败前的妇女节仪式中处于“劳动妇女”和妇女“劳动”的范畴

以外。虽然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期间一直秉持统一战线，致力于团结各个阶层的妇女，当时受过较高教育的左派激进学生们也

是劳动节和妇女节的热烈拥护者，但在仪式中，拥有职业的城市职业妇女既不是纪念宣传的主要对象，也很少出现在纪念活

动中。

第五，在节日仪式里，“劳动妇女”树立起一个明确的边界，把妓女严格排斥在外。



上一篇： 朝鲜王朝《西北界图》考：兼论与清朝舆图、志书的关系

下一篇： 界限与张力：唐代女性形象的理想建构与多元共存

20世纪20年代城市“五一”节和“三八”节仪式通过沉默的方式边缘化了家庭妇女的“家事”、白领女性的“职业”，

20世纪30年代的仪式则通过另立概念的方式过于抬高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家政”，白领妇女增加了仪式中对“职业”的纪

念，但这些城市仪式都未触及“劳动妇女”的“家事”。而且，“三八”节仪式旗帜鲜明地把“妓女”排斥在“劳动妇女”

之外，把性劳动排斥在可接受的妇女“劳动”范围以外。这一排斥之前从未见于知识分子有关“劳动”的思想探讨中。可

见，节日仪式作为传递“劳动”的实践，本身也在继承原先图式的基础上，不断地重塑和强化谁是“劳动妇女”、什么是妇

女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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